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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4_BC_E5_85_89__c122_486282.htm 几个月来的业务学习，

使我深深体验到，从旧社会来的法律工作人员，要肃清旧法

和旧法学的影响，真不是容易事，尤其像我教了几十年的旧

法，在思想上要肃清它的影响，更不容易。 明明旧法已经废

除了，现在学习的是新法，新旧法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必须

划清它们的界线。但我们还是在学习时常常从旧的条文出发

，去体会新的条文，常常拿新旧条文作形式的对比，旧的条

文有，新的条文没有，就说新的条文不完备，暗中还是用旧

的条文去解决问题。思想方法也逃不出旧法学的一套，这不

是显然的旧法和旧法学仍在我们脑子里作崇吗？! 并且在最初

的时候，旧法和旧法学，好像阴魂一样的缠绕着我们，我们

还找不出它的形迹!并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论点，原来都是从旧

的条文出发，思想方法也逃不出旧的一套，直到最近才明白

，旧法和旧法学竟还这样严重地影响着我们，一切的一切都

是旧六法观点在作崇。 为什么旧法和旧法学的影响竟还这样

严重地存在呢？第一，我们过去学了它，用了它，用了它几

十年，教了它几十年，它的影响在我们脑子里，已经根深蒂

固，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去净的，所以旧法虽已被废除，

它还是依旧顽强地潜伏在我们的脑子里，支配着我们的思想

。并且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经过长期的和艰苦的思想

斗争，它还不肯自动的让位的。第二，我们过去教书的人，

因为职业的要求，必须对于每一条条文，都说出它的所以然

来。并且孤立的说明每一条条文的所以然还不行，必须有系



统地说出它们的所以然。教了几十年的书，年积月累，这一

套说明，在表面上看来，虽然是很冠冕堂皇，似乎还能自圆

其说。但既从自己的生活利益出发，隐蔽了当时反动法律的

阶级本质，思想方法上又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不自觉，当时是

自欺欺人，现在则正是作茧自缚了，这样就更增加了划清新

旧法律思想界线的困难。 那么，怎样才能逐步地肃清旧法和

旧法学的影响呢？这必须先找出自己在法律思想上一个最根

本的观点。从基本观点下手才是正确的办法。不但过去教书

的人应该如此，旧审判人员也是一样。因为，枝枝叶叶的旧

六法观点，实在是太多了，要把自己在法律思想上一切糊涂

观点都枝枝节节批判，那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找

出了基本观点，再找出几个主要的派生观点，砍动了树干，

枝叶是会慢慢地凋落的。 我检查我自己在法律思想上的基本

观点是什么呢？在一九四三年前后，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

题目是“论法的本质”。这篇论文，不但是我多年讲授民法

，常常须要接触到法律本质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总结，并且还

成为我在那时以后处理一切法律问题的理论基础。我在那篇

论文上，对于“法”曾自己下过一个定义，说“法是具有强

要性的行为规范”。一个教法律的人，对于“法”没有他自

己的定义则罢了。有了自己的定义，那就必然的会成为他处

理一切法律问题的基础的，何况这定义本是我处理民法上若

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总结，所以我想这定义应该是我在法律

思想上的基本观点。 日本美浓部达吉对于“法”的定义也是

如此下的，我的定义，的确是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只写出我

的定义的文字还不够，还不足以与美浓部相区别，让我再稍

微详细地介绍出我的论点来。当时一般法学著作，对于“法



”的定义，都说“法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我

不用“强制性”而用“强要性”这个名词呢？我是有特别的

用意的，我是从另一句话??“法是最低限度的伦理”这句话

出发的，说这是对于人们行为的起码的要求。因为是起码的

要求，所以一定要做到，所以称之为“强要”。他们称“强

制”，我称“强要”，“强制”“强要”，在文字上虽没有

多大差异，出发点则完全不同。“强制”是表示国家权力的

作用，“强要”是说明这是“正义”的要求??“正义”的起

码的要求。 看了以上我对于“法”所下的定义，显然的，我

过去关于法的基础，关于法的本质的认识，是采取正义说的

，认为法的基础是“正义”，法的本质是“正义”的表现。

并且一般正义说者，他们所下的定义，还多说法是具有强制

性的规范。我则更进一步，在定义里隐蔽了法的强制性，彻

头彻尾地替旧法披上了“正义”的外衣。 现在我先分析我这

个基本观点的来源。“法是最低限度的伦理”，这话本是资

产阶级法律学者说的。当然，我的法的定义，是受了资产阶

级法学的影响。其次“法律本乎人情”，是中国的一句老话

，中国过去的经书上还说“出于礼则入于刑”。当然，我说

法的基础是“正义”，这更是受这种封建意识的先入作用的

影响。然而上面已经说过，我的这个基本观点，乃是多年讲

授民法，常常须要接触到法律本质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总结，

所以主要的还是从旧民法的规定里来的。例如旧民法上有所

谓“法律行为违反善良风俗者无效”，“乘他人急迫的行为

他人可以声请撤销”，“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

目的”，“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须负

赔偿责任”，“债权之行使，债务之履行，须依诚实信用方



法”等等的规定，在我当时看来，都正是说明了法律是以“

正义”为基础的。除这类一般的规定外，其他如限制土地所

有权的行使，对于利息的限制，以及“租赁击破买卖”的规

定，也都是促成我对于法的本质作了如上的认识。 当然，这

种认识决不是正确的，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已。

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几曾有过真以“正义”为基础的法律

？虽然陈绍禹同志也曾说过，人民政府的立法工作，要“法

理与人情相结合”。维辛斯基的论文和苏达里可夫的报告里

也提到社会主义的“正义”。然而在这里所说的“法理与人

情相结合”，是指的人民的“人情”，多数人的“人情”。

在苏联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只有两个友好的阶级，两个友

好的阶级间已经有了道德的统一，所谓社会主义的“正义”

，这是指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正义”。中国过去是少数反动

阶级统治的国家，旧法只是少数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哪

能符合于多数人的“正义”，符合于多数人的“人情”？“

正义”“人情”也是有阶级性的，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

里，“正义”本是有两种：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的“正义”

，被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阶级的“正义”。在剥削者与被剥削

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正义”根本便不会统一，当

然不能说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法律是代表“正义”的

要求??除非说这就是指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正义”。 

因此旧民法上所谓善良风俗，亦不过是从统治阶级看来，是

“善良”的风俗而已。纵然通过了意识的影响??统治阶级的

意识常常就是统治的意识，因而被统治阶级的人们虽或也会

认为是善良的风俗，然而这究竟只是对于统治阶级有利的风

俗而不是其他。哪能说旧民法上关于善良风俗的规定，就是



代表真正正义的要求呢？在政权还操在剥削阶级手里的时候

，罢工怠工本是被剥削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但在旧民法上

，就看成是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不但所谓善良风俗如此，所

谓“诚实信用方法”也是一样的，也不过是从统治阶级看来

，认为是“诚实信用”的方法，或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法而

已，这等等规定显然都不是真正代表正义的要求。 那么，为

什么会形成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呢？记得在我那篇“论法的本

质”的绪言里，就有过这么两句话，“各人的环境，决定各

人的立场。各人所从事的专门学问，局限了各人的视野”。

当时虽还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阶级立场，对于思想方法这个名

词，虽也十分生疏，但亦正是这二种关系??阶级立场和思想

方法的错误，形成了我这不正确的认识的。在有敌对阶级存

在的社会里，虽是没有统一的正义，因而不能说法律是以正

义为基础，但是与统治阶级的正义则是相合的。过去我的生

活利益是与反动的统治阶级的生活利益相一致的，我自己也

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所以也认为法律是符合于人情正义。

我在反动政府下，做了几十年的事，已有相当的地位，还能

说自己过去的生活利益不与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利益相一致

吗？既然是一致的，当然就会站在它的立场了。存在决定意

识，这是马列主义的真理，无待说明的。 但是，小资产阶级

的正义，到底是不可能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正义完全相合

的。铸成这个错误的认识，除了阶级立场的关系外，应还有

思想方法的原因。因为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才会为法律隐蔽

阶级本质的规定所蒙蔽。旧民法规定，乘他人急迫的行为，

他人可以声请撤销，但事实上穷人借钱的时候，哪一个不是

处于急迫？又哪一个不是吃有钱人的亏？不但借钱如此，穷



人典卖房屋土地亦是一样。这一个规定若真正适用起来，岂

不是件件都可以撤销吗？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显然的是

一个骗人的规定。只因为自己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才会天真

的相信它，相信它是完全合于“正义”的规定。又旧民法限

制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其目的本是为大企业使用他人土地的

便利，资产阶级购买房屋，目的一般地就为的收租，并不是

为的自住，自住哪需要这许多房屋？所以从他们的利益看来

，买得房屋后，根本不需要撵走房客，哪还须要民法上有“

买卖得击破租赁”的规定？只因为我从现象上看问题，才会

把旧民法上这等规定认为是正义的表现，认为是限制有钱人

的权利的行使的。况且旧法既承认着并保护着生产手段的私

有，这就已经承认了也保护了最主要的损害他人的方法，而

说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岂不等于一句空

话？过去说这些条文也是代表正义，显然是被条文文字所迷

惑的结果。 当然，阶级立场与思想方法，二者是不可分的。

我过去始终认为法是属于“当为”的范畴。法虽为政府所制

定，但究竟是有它一定的准备。说法的发生，是由舆论而习

惯，而判决例，再由习惯，判决例而成文法，也就是说明法

的制定是有它一定的准绳。而所谓准绳就是正义。这种想法

，显然是脱离现实脱离历史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但无可否

认的，还有它另一面的原因。记得我在思想总结上，曾说过

这么一句话，“教法律的人，是不可能自己否认法律的价值

的”。当时自己的生活利益，不容许自己揭穿法律的真面目

。思想方法的错误，虽然使我只从现象上看问题，形式上看

问题，但反动法律的一部分规定究竟是为自己的小资产正义

感所不能同意的。对于这种情形，我当时如何说明呢？我认



为无论法的内容如何，都是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而强要人

们遵守的，以此仍维持我自己的定义，显然的，我的定义已

发见了空隙，可是当时并没有更进一步问一问：政府为什么

把不合理正义的东西，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强要人们遵守

呢？关于这点，我在思想总结上分析过，“这是我故意逃避

接触到法律的本质”。显然这与我的阶级立场是有关联的。 

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正义，不可能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正义

完全相同。在剥削阶级盾来，剥削压迫就是正义，小资产阶

级是常常不赞成过份的剥削和压迫的，所以从我关于法的定

义这个基本论点，遂产生了我的法治论和我的法律解释论。

这二者都是着重于如何能使法的内容和法的体现更符合于正

义的要求，也都是我过去对法律的主要看法。 先说我的法律

解释论，我主张法律的解释，应该有补充法律和使法律完美

化的作用。假若是为正义所要求，解释虽歪曲了法律，亦在

所不辞。解释惟一的任务，是使法律的内容如何能符合于正

义的要求，一切的解释方法，都只是为此目的而服务，都须

要根据此目的而取舍。我过去主张典物虽在典期届满二年后

仍得请求回赎，或满典后仍得请求找贴，就是本着这个宗旨

出发的。因为典价最多也不过卖价的七八成，一经期满，就

此作为绝卖，未免有失公平。 再说我的法治论，依照一般说

法，“法治”本是和“人治”对立的，我可不同，我虽主张

法治，可亦不反对人治；我并主张法治必须以人治济其穷。

所谓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法律时的自由裁量，亦就是我所认

为以人治济法治之穷的作用。法律的解释必须使法律规定的

内容适合于正义，法律的适用也必须使依法律规定所为的裁

判或处分尽量地能适合于正义的要求。当然，我当时之所谓



法治，决不是“法令者治之具”的意思??我当时的文章，曾

特别提出此点说过，而是说这只是指政府必须依法而治。 无

可否认的，我的法律解释论和我的法治论都是认法律基本上

能符合于正义的要求为前提的。假使当这样强调法律解释的

作用了，何况解释使法律完美化的作用，到底是有其限度的

。其次既只主张以人治齐法治之穷，当然还是承认法治是对

的，假使当时就已明白了，剥削者国家的法律只是压迫被剥

削阶级，只是压迫多数人的工具，还能承认法治是对的吗？

所以我的法治论和我的法律解释论，并不是对于我的法的定

义的补充或修正，而是由我对法律的基本认识所派生出来的

东西。 既然我的基本观点是错的，当然由其派生的论点也就

不可能是对的。所谓如何能使法的内容和法的体现更符合于

正义的要求，这所谓正义云云，根本就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正

义，与劳动大众的正义还相差甚远呢!法律既是上升为规律的

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不但在立法的时候，要考虑自己

阶级的利益，在解释适用的时候，也必然的还要考虑自己阶

级的利益的。所谓解释可以使法律完美化，所谓通过解释与

适用的作用，以人治济法治之穷，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吗”所以这两个派生的观点，也显然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

思想意识的东西。 现在再举几个具体问题，来说明我的旧法

学思想给予我在认识上的影响。第一，我对于废除六法全书

的看法，当时我觉得六法全书虽说废除了，但将来新定出来

的法，还不是“也差不多”的一套吗？过去中国的毛病，并

不是法律不好，而是政府没有照法律做，因此认为六法全书

实在用不着全部废除的，只须将它和现在的政权与政策相抵

触的部分删除和修改些就够了。这显然就是我那个基本观点



反映于具体问题上的结果。因为我既认为旧法在基本上是合

于正义的，而又认为正义是超阶级的，当然会认为六法全书

只须局部的修改，不必全部废除了。明白了六法是剥削与统

治阶级少数人用来统治压迫制服被统治阶级多数人的工具，

在人民做了主人翁的今天，岂能不全部废除，把这枷锁打碎

呢!？ 虽然，关于旧六法的必须废除一点，现在是已经明白了

，然而提问题、处理问题还每每跳不出旧六法的框子。岂不

是这观点仍在作崇吗？ 第二，我对于公私关系的看法。我在

民法学习中，初以为在新民主主义的民法上，所有权行使和

契约自由亦不过须受限制而已。但在旧法上所有权和契约自

由也不是毫无限制的，这也有许多关于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

由的规定。所不同的，只是旧法实际上是为金融资本的利益

加以限制，新法才真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加以限制，直到

民法差不多学习完结的时候，我才体会到自己这种认识仍然

还是模糊的，并且是错误的。拿苏联来说，苏俄民法第一条

的规定虽不明显，第四条第五条那就很明白的规定，是为了

发展国家的生产力，才承认一切私权和一切契约行为的。斯

大林说：“我们实行了商业的自由，我们容许了资本主义的

活跃，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要提高生产力。”新

中国关于这点的原则，也当然是一样的。根据共同纲领第三

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就应该作如此认识的??私人的所有权

和契约自由，在新民主主义之下，是为了要提高生产力，为

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才承认它、保护它的。这与

我以前的看法不同在一则首先肯定法律必须承认保护私人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而后说私人所有权和契约自由须受人民大

众利益的限制，一则说私人所有权和契约自由根本就是为的



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始承认它、保护它，这二种说法实有本质

上的区别，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也将发生重大的差异。我当

初的主张，显然还是从我的旧观点出发，从旧的所有权与契

约自由的观点出发，所以才有此错误，也就是以为旧法承认

私人所有权和契约自由本是出于正义的要求，新民主主义既

尚未废止私有制，自亦应一样，因此认为新旧法的区别，只

是在从哪一个角度加以限制而有所不同，其都是首先肯定私

人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则一。从这看来旧六法的错误观点，真

是条阴魂一样，随时缠绕着我们，暗中支配着我们，肃清它

的影响真不是容易事。 第三，我对于法律镇压作用的看法。

对于这个问题，不但我自己主观上，认为早已有了明确的认

识。即依常情而论，在学习了马列主义法律观之后，对于这

个问题似乎也不应该还有搞不通的。但是意外的，在马列主

义法律观业已举行了马列主义法律观之后，对于这个问题似

乎也不应该还有搞不通的。但是意外的，在马列主义法律观

业已举行了测验之后，我发觉到在这个问题上，旧观点也依

然还没有完全肃清，这充分证明了过去教书的人，肃清旧观

点更不容易，过去对于某个问题有了自己一定的主张，在今

日则正是作茧自缚，苦苦解脱不开。 其次大课，首长报告，

说法治应该是继武装之后，以法律为主要的镇压工具的意思

。我当时听了，就立刻想到，这不是我国古时“法家”的所

谓法治吗？这不是把“刑治”解释为法治吗？为什么当时我

的思想上会立刻有此反应呢？显然的这与我自己对于法治的

解释，是相反对的意见，思想上起了反抗。我过去既认为法

律是代表正义的，对于法治，当然不赞成“法家”的一套说

法，当然不以为法治就是“刑治”。而对于法律是镇压工具



的一句话，理论上虽早已接受了，但在思想上则并未真正贯

通，所以当时听了报告，一刹那之间，思想上就会起了反抗

。如果在思想上真正已贯通了，那么既然法律是阶级统治的

武器，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所谓“法治”的首要意义

，当然是应该从法律的镇压作用方面去理解的，何至于会联

想到古代“法家”的思想上去？更何至于拿“法家”的思想

来和马列主义相比，比拟不伦至于如此？这虽只是一刹那间

的思想起伏，但正可证明旧观点的潜在力之大。 以上这三个

具体事例，说明了我的那个基本的旧法学观点，对于我的思

想起了多么大的影响；只有彻底地认清楚了这一点，才可以

提高自己的警惕，加倍努力去克服。而在过去，它对于我所

起的作用，就总的方面而言，剥削者国家的法律，对于多数

人而言，明明是不正义的东西，而我偏说它是具有强要性的

行为规范，说它是最低限度的伦理，人们必须遵守的；隐蔽

了它的强制性，隐蔽了它只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强制多数

人遵守的本质，替它披上了正义的外衣，显然只是起了麻醉

人民的作用，模糊了人民的阶级意识，为当时的反动统治阶

级服务罢了。 今后，新中国的法律虽已不是少数人的法律，

而是多数人的法律，虽已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代表多数

人的“正义”，但是也决不容许对于法律去故意隐蔽它的阶

级性，隐蔽它的强制性的说法。因为这是违反真理的，是虚

伪的，同时也使人们对“镇压反革命”与“对敌人要专政”

，不能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对于人民不利的。 因果关系，想

像俱发，从一重处断!欧声和 在学习刑法时，旧法观点表面上

似乎少些，但一接触到具体问题，旧法观点还是或多或少的

存在着。比如讨论房洛雨破坏土改杀害村长案，我认为他构



成反革命罪，拟判他死刑。这种结论和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判

决是相符的，可是，结论相同，观点未必一样。我对于房洛

雨杀害屯长康玉环行为，斤斤计较其有无“因果关系？”而

且认定其破坏土改行为和杀人行为是“想像俱发”，应“从

一重处断”。这种观点显然是由旧刑法“相当因果关系说”

及“一行为而触犯数罪名从一重处断”出发的。以后经过刑

法问题解答报告和自己细心研究之后，才知道该案被害的不

是康某个人，而是屯长，而是国家政权，纵使屯长没有死亡

，他也应负反革命罪责，杀人行为与屯长死亡之间有无因果

关系，可以不问，该案罪责是反革命，其杀人行为不过是反

革命行为发展到最高峰，那就无所谓“俱发罪”了。按照他

的反革命行为本来应该判处死刑的，不应该因为杀死一人才

从重片断。我只注意他杀死一人，而没注意他杀的什么人？

被害的是什么？显然不了解该案犯罪的本质。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